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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西文编目规则的嬗变与
开新
蔡　 丹　 罗　 翀

摘　 要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积淀，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西文资源馆藏宏富且体系完整，与馆藏建设同步

发展的还有文献资源的信息组织工作，而信息组织标准化的核心是制定科学的编目规则。 随着时代的

发展变迁，中国国家图书馆西文编目规则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零散到体系化，从“拿来主义”到有机

融合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务实”和“创新”是谋求发展的两大根本要素。 文章以西文编目规则的

发展演变为纲，按时间脉络梳理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在西文编目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明确了新形势

下西文编目规则的未来发展路向。 参考文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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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对西文

文献的收藏肇始于 ２０ 世纪初期，当时因接受外国

友好人士的赠书而引入了西文馆藏。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合组①前的北平北海图书馆（下文简称“北
海图书馆”）已经非常重视西文图书的采访，至合

组时已入藏西文文献 ６ 万余册，涵盖外国政府出

版物、参考工具书、整套专门杂志、英国文学、音乐

美术图书、考古学重要报告等，奠定了当今国图

宏富外文馆藏的基石［１］（４１） 。 随着馆藏量的增长，

文献编目工作日益受到馆方重视。 １９２９ 年，合组

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机构设置进行重大调整，
编纂部下设中文编目组、西文编目组、索引组，专
门承担西文编目工作的常设机构由此诞生，为相

关业务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此后 ９０
年间，国图的机构设置虽几经变迁，但西文编目组

始终作为重要的基础业务科组被保留至今。 除组

织保障之外，编目规则的发展也是关系到编目事

业兴衰的核心要素。 百余年来，西文编目规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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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成为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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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继承和创新中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零

散到体系化，从“拿来主义”到有机融合的发展历

程，“继承”与“创新”体现了国图一代代编目员务

实开新的敬业精神。 从狭义上讲，编目规则主要

指由著录规则和检索点选取规则构成的编目条

例，广义上则还包括分类标引、主题标引和格式

规则等。 各类规则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

联系、彼此交融的。 为便于表述，笔者以编目条例

为纲，兼顾其他规则的情况，按时间脉络对国图

西文编目的历史与成就进行回顾与分析。

１ 　 起步阶段———务实的 “拿来主义”
（１９４９ 年之前）

１ １　 西文编目规则的初立

如前文所述，北海图书馆对西文馆藏建设十

分重视，西文编目业务也因此获得了相应发展。
当时，北海图书馆西文编目模式仿照美国国会图

书馆（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ＬＣ）的做法，在编目规

则上完全“照搬套用”，遵循的是 １９０８ 年由英美

两国联合出版的《编目条例：著者和题名款目》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ｒｕｌｅｓ：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ｎｄ ｔｉｔｌｅ ｅｎｔｒｉｅｓ），史称《ＡＡ
条例》或 《ＡＡ１９０８》。 除编目规则外，分类遵循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ＣＣ），书次号则采用针对西文姓氏

的《克特著者号码表》。 １９２９ 年，北海图书馆与国

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在机构调整时设立了专门的

西文编目组，作为编目工作规范的《编目部西文

编目组办事细则》由此出台，但基本上沿用原有

规则，并无创新之处。
合组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决定将馆藏目录

全部改用卡片目录，以建立全馆统一的目录体

系。 卡片目录按照分类、著者、书名及排架各一套

的方式进行组织，并以书本式目录作为补充。
１９２９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启动了北平市各图书馆

馆藏西文书籍联合目录的编制工作，由西文编目

组具体负责，耗时一年半告成，并编制出版了《北
平各图书馆馆藏西文书联合目录》。 该目录汇集

了北平市 ２９ 家图书馆及学术机构所藏西文书刊

１０ 万余种，著录项目包括著者、书名、出版年月及

所藏单位等［１］（５１） 。 除此之外，西文编目组还完成

了数批专项图书的整理编目工作，出版了多种书

本式目录［１］（８３） ，如 １９３２ 年秋印行的《穆麟德遗书

目录》，１９３４ 年出版的《馆藏法文书目录》，１９３６
年出版的《馆藏西文期刊分类目录》。 此外，按不

同学科内容编制的专题目录也层出不穷，如 １９３２
年出版的汪长炳《馆藏西文参考书书目》、１９３６ 年

出版的《馆藏图书馆学西文书目》和《馆藏中国问

题西籍分类目录》，这些书目在分类上依照 ＬＣＣ，
书末附有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等。 １９３７ 年全面抗

日战争爆发，国图各项业务均遭受了重创，打断了

西文编目工作繁荣发展的势头，直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才逐步得以恢复。

１ ２　 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阶段，西文编目规则最大

的特点就是“拿来主义”，著录、标引、排架等基本

都套用 ＬＣ 的规则。 当时，ＬＣ 遵循的是《ＡＡ 条

例》，因此，尽管这一阶段的馆内业务规则没有文

档留存，后人仍可通过《ＡＡ 条例》从侧面探悉当

时国图西文编目规则的大体情况。 《ＡＡ 条例》绝
大部分篇幅对主要款目标目及其形式的选取进

行了规定，其他条款则简要说明了题名项、著者

项、出版项、稽核项等的著录规则。 “拿来主义”
是务实思想的体现，也是在当时社会现实条件下

开展编目工作的最佳途径。 直接共享国外的先进

经验和成果，大大节省了国图建设中的人力和物

力，而且 ＬＣ 编目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广泛、
模式成熟，国图在引用其西文编目规则的过程中

能避免很多弯路和不必要的争议。
西文编目规则上的“拿来主义”还引发了近

代中西编目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开启了我国现代

意义上的编目工作［２］（１２５） 。 首先，在西方编目思

想与方法的启发下，我国注重内容编目的传统书

本式分类目录逐渐被注重索引且方便检索的卡

片式目录所替代；其次，西方编目理论的引入使我

国传统目录学分化出图书文献分类、著录、主题标

引等不同领域，更能适应由以收藏为主转变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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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为主的藏书机构的编目需求；再次，西方编

目理论不仅为我国图书馆西文文献编目提供了

便捷的组织方法，而且对我国本国语言文献编目

工作的实践和目录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２　 稳步发展阶段———对本地化的理性思

考（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２ １　 西文编目规则的本地化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更

名为北京图书馆。 新中国的万象更新也反映到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北京图书馆各项业务全面

恢复，西文编目工作也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

展阶段。 这一时期，图书馆界在编目规则方面已

经不再是完全的“拿来主义”了，而是开始对编目

规则本地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这是深

刻认识编目工作、编目技能日臻成熟的必然结果。

２ １ １　 《ＡＬＡ １９４９》和《ＬＣ １９４９》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 １９５７ 年，北京图书馆西

文编目工作仍然以参照 ＬＣ 编目规则为主。 与新

中国成立前不同的是， ＬＣ 已不再遵循 《 ＡＡ 条

例》，而是采用其升级产品 《ＡＬＡ １９４９》 和 《 ＬＣ
１９４９》。 《 ＡＬＡ １９４９ 》 （ ＡＬ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ｎｄ ｔｉｔｌｅ ｅｎｔｒｉｅ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是对 《ＡＡ 条

例》的第二次修订，仍是关于款目的选取及其标

目形式的规则，而不是一部完整的编目条例，因
为它不包括著录规则。 《ＬＣ １９４９》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则给

予了著录方面的补充，是关于描述性著录的规

定，阐明了“描述性编目”的原则，倡导在原则指

导下给予编目员较大的自由度［２］（３４） 。 前者是款

目和标目的规则，后者是著录的规则，二者需配

套使用才能满足完整编目流程的需要。

２ １ ２　 《西文图书编目暂行条例（草案）》（１９５８）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西文编目工作主

要依据上述两个文本，但由于条例本身过于繁琐

且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因此亟待出台本地政策以

对具体做法进行明确和统一。 １９５８ 年，北京图书

馆编制了本地化的西文编目规则———《西文图书

编目暂行条例（草案）》 ［３］ 。 该条例共 ２１ 页，简明

扼要，重点突出，对著者项、书名项（包括版次）、
出版项、稽核项（包括页数、图表、书型）、丛书项

（题上项）、附注项、主题 ／分类号 ／片号七大项目

的著录提出了具体要求。 其中第一项“著者项”
内容最多，占据近一半篇幅，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个

人、团体标目在不同情况下的著录形式，其他六项

则规定了文献客观描述以及标引方面的做法。 可

以说，该条例是对《ＡＬＡ １９４９》和《ＬＣ １９４９》的一

个提要式融合。
２ １ ３ 　 《北京图书馆图书著录条例 （草案）》
（１９５９）
　 　 １９５９ 年底，北京图书馆以油印本形式发布了

《北京图书馆图书著录条例（草案）》。 该条例是

为适应当时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环境，把分歧较

多的中文、俄文、西文和东文（日文）等主要语种

图书的著录条例统一合并的结果。 该条例共 １９３
页，分为总则、基本著录、补充著录、丛书 ／多卷集 ／
连续出版物著录和附录五个部分。 由于涉及不同

的语种，该条例在编制时确定了六项编制原则［４］：
（１）以中文著录条例为主，吸收“俄文”图书著录条

例和其他条例的特长；（２）各种文字图书的著录尽

量求同，但也要照顾其特点；（３）规定尽量求详，以
便使用时有伸缩余地；（４）除了基本著录外，必须

丰富和充实“补充著录”和“丛书 ／多卷集 ／连续出

版物的著录”，以期完整；（５）在文本和附录里必须

引用各种文字的著录格式，以便著录时有所遵循；
（６）附录必要的用语（用各种文字对照并用中文说

明其意义）、索引、外文缩写和简称等，以便参考。
２ １ ４　 《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１９６１）

１９５８ 年，在“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
领导下，“全国西文图书目录卡片联合编辑组”即
西文图书统一编辑组在北京成立，并由中国科学

院图书馆代管［１］（１９１） 。 在西文编目规则方面，包
括北京图书馆在内的北京各图书馆均以西文图

书统一编辑组的规则为准。 为使统一编目工作能

顺利进行，编辑组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

编辑适应我国需要并能为行业共同采用的著录

条例［５］ 。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１９６１ 年，由编辑组

编制的《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由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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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该条例共 ２２２ 页，所依据的

还是《ＡＬＡ １９４９》和《ＬＣ １９４９》两个条例，仅在具

体项目的著录上做了一些局部的修改和本地规

定，在著录原则上没有变动。 除著录条例外，西文

图书统一编辑组在面向北京各图书馆发放卡片

目录时所依据的相关规则主要包括：卡片分类号

以《中小型图书馆分类表》的类号为主，同时根据

订户需要，分别标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

法》《杜威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等三种类号中的一种，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

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卡片上标引主题标题［１］（１９４）。

２ ２　 特点分析

这一阶段的国图西文编目规则虽然还会大

量参考西方的编目条例，但是已经开始注重本地

化的需求，逐步摆脱“拿来主义”的思维定式，对
西方编目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利用，将
西文编目规则的制修订与馆情紧密相连，极大地

促进了西文编目工作的发展。
（１）在本地化规则方面不断探索。 尽管国图

西文编目工作开始较早，但一直“照搬”美国规则。
新中国成立后，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西文编目

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西文编目工作快速

发展的需求催生了诸多更具操作性的本地规则。
（２）标准化水平显著提升。 这一时期，国图

以本地规则的形式对美国编目规则中的矛盾之

处以及具体做法进行了统一，从而大大提升了编

目工作的标准化程度。 但是，对各语种规则的统

一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在当时的编目环境下，
对不同语种著录条例的集成只是形式上的合并，
并没有在内容层面实现有机融合，因此规则的使

用存在诸多不便。
（３）规范控制思想初现。 虽然当时囿于条件

限制，没有形成独立的规范文档，但著录条例中

关于标目形式的规定以及编制“参见片”的要求，
还是体现了规范控制思想的萌芽。

尽管如此，本地化规则的编制水平仍有待提

高。 例如，１９６１ 年出版的《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

例》仍基本参照美国的条例，甚至规定中国人名

的标目形式都采用韦氏拼音，但实际上采用汉语

拼音更易操作。 而在 １９５８ 年出台的《西文图书编

目暂行条例（草案）》中的规定是采用汉语拼音著

录附注项，如“参考书目”著录为“ＣａｎＫａｏ Ｓｈｕｍｕ”，
“重印本”记录为“Ｃｈｏｎｇｙｉｎｂｅｎ”，显然这对于西文

图书的著录是不科学的。 可见，当时的本地规则

在需要突出本地化特色的地方没有予以规定，而
有些本地规定又过于随意草率，不切实际。

这一阶段，国图西文编目工作得到了很好的

恢复与发展，相关规则的制定也取得了许多积极

的成果，尽管本地规则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对于西

文编目规则的进一步完善还是做出了许多有益

的探索。

３　 停滞阶段———蓄势待发（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文化大革命”使国图刚刚有所起色的西文

编目工作陷入了停顿，而此时国际编目界的发展

却日新月异。 在 １９６１ 年巴黎《原则声明》所倡导

的“国际编目统一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精神指

引下，一系列国际编目标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１９６７ 年，《英美编目条例》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ｔａ⁃
ｌｏｇｕ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ＡＡＣＲ）正式出版，史称“ＡＡＣＲ１”，
１９７８ 年颁布第二版，即著名的“ＡＡＣＲ２”，此后一

系列修订版被称为“ＡＡＣＲ２Ｒ”。 １９７１ 年，《国际

标准书目著录（专著）》〔 ＩＳＢＤ（Ｍ）〕作为 ＩＳＢＤ 家

族的第一个标准诞生，此后 ＩＳＢＤ 总则以及针对

各资料类型的多个分则相继颁布，逐步形成了体

系完整的标准家族。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电子

计算机开始应用于编目工作，机读目录（Ｍａｃｈｉｎｅ
Ｒｅａｄａｂｌ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ＭＡＲＣ）应运而生。 进入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后，面对大量涌现的文献信息，为了解

决文献剧增和有效利用之间的矛盾，编目界试图

建立一种国际化的编目体系，构建一种全球范围

的文 献 信 息 控 制 系 统， 即 “ 世 界 书 目 控 制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ＢＣ）。 该术语

由西德巴伐利亚图书馆馆长卡特瓦瑟于 １９７１ 年

提出，其内容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出版物完

整、准确、及时地记录与检索；世界范围内书目控

制的组织、协调与合作；世界范围内书目控制的标

准化、自动化与网络化［２］（６８） 。 这一思想很快转变

为实际的行动和成果：１９７３ 年的第 ３９ 届 ＩＦＬＡ 大

会将 ＵＢＣ 列入 ＩＦＬＡ 的第一项核心计划；１９７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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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４０ 届 ＩＦＬＡ 大会通过了与 ＵＢＣ 相配合的世

界出版物共享计划；各国国家书目大力发展；１９７６
年 ＩＦＬＡ 完成国际通用机读格式即 ＵＮＩ ＭＡＲＣ 的

研制等。 与此同时，国际编目网络事业起步并发

展迅速，在集中编目和合作编目的基础上采用电

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手段使编目工作的社会化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国际编目工作发展如火如荼之时，国图西

文编目工作却几近停滞，对国际编目条例的研究

与应用更是难以顾及。 虽然在编目条例方面没

有进展，但国图在分类标引规则的制定方面却取

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１９７１ 年，《大型图书馆图书

分类法》的编制工作重新启动，并被命名为《中国

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 该分类法

的编制始于 １９５９ 年，由北京图书馆牵头，但是当

时未能完成。 重启编制工作的两年后，《中图法

（试用本）》印行并陆续为全国各类图书馆所采

用，并于 １９７５ 年正式出版。 《中图法》不仅较好

地解决了大型图书馆的图书分类问题，也为中小

型图书馆的图书编目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４　 初步繁荣阶段———创新思维下的深刻

变革（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

４ １　 西文编目规则顺应自动化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项事业都

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为适应“四个现代化”
的要求和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我国西文编目工

作开始积极研究国际编目规则的发展变化，力求

摆脱停滞不前的落后局面，推进文献著录规范

化、标准化。 在这个过程中，西文编目规则的制订

深受编目工作自动化的影响。
４ １ １　 《北京图书馆西、俄文图书编目条例》
（１９８４）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北京图书馆编目部组

织编写了《北京图书馆西、俄文图书编目条例》，
以期解决近二十年没有修订外文编目条例的问

题。 该条例分为西文和俄文两部分，均为图书著

录条例。 其中西文部分基本参照 １９６１ 年出版的

《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但增加了按 ＩＳＢＤ（Ｍ）

著录卡片目录格式的说明，第一次较全面地介绍

了著录标识符的使用，为编目工作者了解和掌握

ＩＳＢＤ 提供了便利。 尽管本条例的初衷之一就是

为今后的图书馆工作自动化及采用 ＩＳＢＤ 创造条

件［６］ ，但该条例的制定仍处于我国图书馆以卡片

目录为主流的大背景下，其中的样例均为卡片形

式，内容结构均与之前编目条例没有太大差异，未
能全面体现国际编目条例的发展变化。
４ １ ２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１９８５）

１９８３ 年，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和全国

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共同

举办“西文编目标准化和自动化研讨会”，这是我

国西文编目工作由传统编目迈向现代化编目的

重要转折点［７］ ，会议决定我国西文编目应积极采

用 ＡＡＣＲ２ 和相关的国际标准（ ＩＳＢＤ），尽快编制

我国的西文文献著录规则［８］ 。 北京图书馆积极

参与并主导了规则的制定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

力，《西文文献著录条例》 于 １９８５ 年付梓出版。
该条例可谓是 ＡＡＣＲ２ 在我国的本地化产品，奠定

了之后近三十年（２０１０ 年 ＲＤＡ 正式发布，我国图

书馆界陆续采用）我国西文编目条例的基础。 该

条例与以往规则相比有着较大变化：（１）改变了

以往“重标目、轻著录”的做法，对著录项目给予

了足够的重视，第一次按 ＩＳＢＤ 规定了著录“八大

项”；（２）样例中基本不再出现卡片格式，第一次

出现了机读目录格式；（３）文献类型大大丰富，除
图书外还有测绘制图资料、缩微复制品、影片和录

像资料等，针对不同类型文献的规定在各著录项

目处予以特殊说明；（４）将标目的选取和标目的

构建分设为独立的章节，内容更为丰富，阐述更为

清晰；（５）本地化特色凸显，特别是在中国人名、
中国地名、中国作品名等名称标目方面加强了对

汉语拼音的使用；（６）规范控制思想趋于成熟，如
第 ６ 章“参照”较详细地规定了各类参照片的著

录格式，这可看作是规范记录的原始形态。 《西
文文献著录条例》的问世对我国西文文献著录标

准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入 ９０ 年代时，全
国大中型图书馆基本都采用了该条例，实现了西

文文献著录的标准化，为我国计算机编目打下了

坚实基础［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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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特点分析

这一阶段是西文编目从恢复性发展到初步

繁荣的时期。 在“世界书目控制”一系列行动的

影响下，我国编目界更加积极地关注国际编目工

作的进展，并将国际编目规则与国情、馆情有机

结合，形成了科学合理的本地化编目规则。 为与

知识发展保持同步，及时解决实际应用中的各种

问题，《中图法》自 １９７５ 年首次颁布以后不断修

订，至今已推出了五版，在保持整体稳定的基础

上，有选择地修订部分大类及类目划分等，以适

应不断出现的新学科、新事物、新主题的分类需

求。 此外，这一时期，我国编目界已认识到在自动

化方面与国际同行的差距，因此开始从西文编目

入手加强对机读目录格式的研究。 １９８６ 年，北京

图书馆自动化工作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

建立和维护外文书目数据库和规范数据控制系

统［１］（２９５）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西文图书编目组在我

国率先尝试计算机编目，尽管受技术条件限制发

展缓慢，但对自动化发展趋势的充分认识已经及

时体现到编目条例的修订中。 国图西文编目在

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西文文献著录条

例》是这一阶段我国西文编目工作的最重要研究

成果，使得我国西文编目规则的研究及制定在停

滞近二十年后再一次与国际接轨，并成为之后近

三十年编目规则制修订的基础。
（２）本地化规则逐步完善。 这一阶段的编目

规则在遵循国际标准的同时明确了一些符合本

地特色的规定，如加强了汉语拼音在中国名称标

目中的使用，附录部分增加了各种语言文字的语

言特点、常用冠词、连词形式等内容以方便本地

编目员使用等。 此外，这一阶段西文图书采用的

分类排架规则改为中西结合，即分类号的分配依

据各版《中图法》，书次号仍采用克特表。
（３）为编目自动化奠定基础。 逐步探索并实

现编目工作自动化是该时期的一大特色，在制定

编目规则的过程中密切关注计算机编目的进展，
力求在标准方面为实现自动化提供更多便利，如

著录项目的顺序、标识符以及标目形式的规定等

愈加规范、严格，同时对机读目录格式的研究也逐

步启动。
（４）规范控制引起重视。 尽管我国编目自动

化与国际编目界存在很大差距，由此导致规范控

制的落后，但所制定的本地编目规则已逐步表现

出对规范控制工作的重视，特别是国图还购买了

ＬＣ 发行的缩微型规范文档。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缩微型规范文档的使用囿于阅读条件的限

制，控制效果欠佳。

５　 跨越式发展阶段———与国际编目界的

交流互鉴（２０００ 年至今）

５ １　 西文编目规则融入国际化浪潮

２００３ 年，国图正式启用 Ａｌｅｐｈ５００ 图书馆集成

系统，这标志着国图的编目工作真正实现了自动

化，所有外文资源均依托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平台开

展编目工作。 先进的网络环境进一步开拓了编目员

的视野，与各国更为频繁的数据交换也促使国图加

快国际化的步伐，增强与国际编目界的交流互鉴。
５ １ １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 （修订扩大版）》
（２００３）
　 　 进入 ２１ 世纪后，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多

样，编目自动化及网络化发展迅速，国际上编目理

论与实践也出现重要进展，由此导致原有编目条

例难以满足编目需求［９］ 。 ２００３ 年，由国家图书馆

牵头编写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
正式出版，这是对 １９８５ 年版《西文文献著录条

例》的一次全面修订。 其编制体例及内容基本参

照 ＡＡＣＲ２Ｒ，与之前条例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主
要体现在：（１）编写体例变化较大，由之前的在各

著录项目下设置针对特殊资料类型的著录规则，
改变为在不同资料类型下规定各著录项目的著

录规则；（２）内容更为丰富，著录部分由原来的两

章扩展为八章，涉及的资料类型更加多样，标目部

分的内容尽管仍为三章，但有许多扩充或更新；
（３）明确了之前模糊的规定，例如明确和解释了

主要信息源和各著录项目的规定信息源，明确了

１３

·国图馆史及业务探研·



会议录主要款目标目的选取来源等；（４）从实际

出发，以及为配合 ＭＡＲＣ２１ 字段的使用，增加了

“著录分析”和“附加款目”的规定；（５）进一步突

出本地化特色，如列举带有中文并列题名的实

例，对多卷出版物的著录做出相应提示以方便国

内编目员参照，对中国人名扩充细化等。

５ １ ２　 《资源描述与检索》的研究及本地化应用

脱胎 于 ＡＡＣＲ 的 《 资 源 描 述 与 检 索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ＤＡ）是一部集

编目理论和实践之大成的国际性编目规则［１０］（１） 。
它秉承“走出图书馆，走出英美世界”的理想，跨越

语言屏障和载体壁垒，成为数字世界信息组织的

通行标准。 自 ２０１０ 年以工具套件的形式正式发布

以来，ＲＤＡ 在全世界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和推广。
国图一方面加强对 ＲＤＡ 的研习和实践，适应国际

标准，以期与之无缝接驳，另一方面，还积极将 ＲＤＡ
的先进理念引入国内，通过外文编目的探索，为中文

编目的完善与优化提供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国图依循认识 ＲＤＡ、解析 ＲＤＡ

和应用 ＲＤＡ 的科学规律，陆续推出了《ＲＤＡ 中译

本》和《ＲＤＡ 全视角解读》两部专著，为 ＲＤＡ 的推

广普及首开先河，同时多次举办大型全国性培训，
努力将 ＲＤＡ 的先进理念转化为科学的编目条例。
依据相关的国际经验，实施 ＲＤＡ 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编制适合馆情的

ＲＤＡ 本地政策声明。 ２０１７ 年底，《国家图书馆外文

文献资源 ＲＤＡ 本地政策声明暨书目记录操作细

则》（简称 ＮＬＣ ＰＳ）正式出版，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作为国图外文编目的新规则开始使用，这标志

着 ＲＤＡ 在 国 图 本 地 化 的 开 启。 ２０１８ 年 底，
Ａｌｅｐｈ５００ 也完成了 ＲＤＡ 化的系统切换，ＲＤＡ 记录

在数据关联、检索点丰富和读者友好度方面的优

势在 ＯＰＡＣ 上得以体现。 鉴于国图在 ＲＤＡ 研究和

实践领域取得的硕果，国际 ＲＤＡ 管理机构“ＲＤＡ
理事会”（ＲＤＡ Ｂｏａｒｄ）于 ２０１７ 年底正式邀请国图

成为 ＲＤＡ 亚洲地区国家机构代表，任期三年。

５ ２　 特点分析

这一阶段是西文编目从初步繁荣走向跨越

式发展的时期。 编目工作自动化也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 自启用 Ａｌｅｐｈ５００ 系统后，国图的编目

工作逐渐摆脱了单机环境下的各种弊端，系统化

的规范控制工作也得以开展。
（１）内容规则与格式规则相得益彰。 这一时

期，国图对 ＡＡＣＲ２、ＩＳＢＤ、ＲＤＡ 等内容规则的研究

不断深化，同时也加强了对以 ＭＡＲＣ２１ 为代表的

格式规则的探讨。 ２００３ 年，国图启动了 ＭＡＲＣ２１
数据格式的翻译及研究工作，两年后出版的

《ＭＡＲＣ２１ 书目数据格式使用手册》和《ＭＡＲＣ２１
规范数据格式使用手册》成为西文编目工作的实

用参考工具书。
（２）愈加适应数字化的发展。 进入 ２１ 世纪

后，编目自动化平台日益完善，以数字资源为代表

的各类新型资源不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适应数

字化环境的发展成为编目条例制修订关注的重要

方面。 国图所采用的 ＲＤＡ 正是将自己定义为数字

世界通行的编目标准，其内涵可理解为，ＲＤＡ 能提

供所有类型资源编目的规则，尤其是数字资源；
ＲＤＡ 能应用于数字环境；ＲＤＡ 本身就是基于网络的

工具，而传统编目规则仅针对印刷型的产品［１０］（６）。
（３）建立了较完善的规范控制系统。 Ａｌｅｐｈ５００

系统的启用及 ＬＣ 规范数据库的引进，使规范控制

成为国图西文编目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该时

期，国图西文编目工作规范控制的流程和规范库

的更新机制等都得以明确，规范控制的顺利开展

大幅提升了西文书目数据库的建设质量。
（４） 与国际编目界的交流互鉴逐步加强。

ＲＤＡ 的本地化实施向国际编目界表明了国图推

动编目事业国际化的姿态和决心，相关研究和实

践获得了 ＲＤＡ 理事会的高度肯定，国图由此成为

ＲＤＡ 亚洲地区国家机构代表，这极大地提升了国

图乃至我国在国际图书馆界的影响力，为今后更

多更好地参与国际图书馆事务、增加话语权、表达

亚洲意志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６　 未来发展阶段———国际化与民族化的

深度融合
　 　 纵观国图西文编目规则的百余年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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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国际先进编目理论

与实践经验，同时又以主人翁的冷静思考国际先

进成果的本地化。 可以说，百余年的发展史既是

积极追求国际化的历史，又是始终坚守民族化的

历史。 诚然，编目规则绝非一成不变，新时代下国

际编目界不断推陈出新，国图仍肩负关注国际编

目规则变化，推动我国编目事业发展之重任。
１９９８ 年， ＩＦＬＡ 发布了《书目记录的功能需

求》（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
ｃｏｒｄｓ， ＦＲＢＲ）以确立国家级记录的“基本要求”。
在其影响下，《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ＦＲＡＤ）和《主题规

范数据的功能需求》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ＦＲＳＡＤ）随后产生，三者均

以“实体－关系”（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为框架建立

模型，将对书目领域的研究延伸至规范控制领

域，由此构成了彼此补充、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

的“概念模型家族” ［１１］ 。 然而，考虑到其中存在

的术语定义矛盾，实体、属性、用户任务彼此交织，
三个模型使用不便等问题，作为 ＲＤＡ 编制思想基

础的 ＦＲ 概念模型家族发生重要变化，三模型的

统一版———ＩＦＬＡ 图书馆参考模型（ ＩＦＬ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ＦＬＡ ＬＲＭ）于 ２０１７ 年诞生。 为

了将 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最新思想引入 ＲＤＡ，同时解决

ＲＤＡ 工具包面世 １０ 年来积累的各种界面问题，
ＲＤＡ 指导委员会（ＲＤＡ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ＲＳＣ）
牵头开展了 ＲＤＡ 重构和再设计项目———３Ｒ
（ＲＤ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ｅｓｉｇｎ， ３Ｒ）项目，
目标就是在重新设计的新版工具套件界面上推

出内容经过修订的新版 ＲＤＡ［１２］ 。 该项目已经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推出新版

ＲＤＡ 工具包测试版。 而对于刚刚正式实施 ＲＤＡ
的国图西文编目工作来说，ＲＤＡ 的重大变化势必

会引发本地编目规则修订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作为 ＲＤＡ 理事会亚洲地区机构代表，国图应该担

负起协调亚洲地区 ＲＤＡ 实施以及加强亚洲与国

际编目界沟通联络的使命，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

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地推动我国编目工作国际化

与民族化的深度融合。 而在外文编目实施 ＲＤＡ 的

基础上，探讨中文文献编目引入 ＲＤＡ 的路径，也是

国图编目工作者必须面对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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